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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自由主義霸權結構的形成到左翼政治的當務之急 
陳志隆 
 
西方民主政治的衰竭──政黨間的左右不分 
由啟蒙時期開始的西方民主政治到今天已漸漸衰竭，在西方的政治世界中管理學
語言入侵了政治，人們把政治問題看成管理與行政的問題，政治家失去了使命
感，沒有信念、方向，也沒有讓人可以追隨和啟蒙別人的智慧，他們已沒有能力
討論以往人們所關心的重大政治議題（如階級對立等），因此他們只好將其他小
問題（如私人問題等）化成大問題，或是改為討論環保、地球暖化、反恐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往往被說成已迫在眉睫，以及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立即聯手解決。在
八十年代的英國，戴卓爾（Thatcher）成為了新自由主義以及新保守主義的總代
表人物，她以「沒有其他可能性」（There is no alternative）為口號，推銷她的新自
由改革方案，並指稱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削弱了政府的影響力，在別無選擇的
情況之下，應該讓市場決定一切。雖然這說法沒有在意識形態上取得勝利，但在
意識的層面上卻被廣泛流傳。如今「沒有其他可能性」已成為了全球化的教條，
在這種犬儒主義（Cynicism）之下，左派與右派已失去了自啟蒙以來清晰的指涉
作用，他們的分野變得越來越少，右派沒有真正的保護傳統，左派也不再追求改
革與解放，甚至於害怕未來，社會目標只能跟隨自由市場的力量，因此將政治問
題通通轉化為行政及技術問題。人們不再相信改變的可能性，因為沒有選擇，所
以失去了討論空間，甚至認為已經不需要討論，因此出現了反政治（anti-politics）
的風氣。這正如富里迪（Frank Furedi）所說：「政治衰竭的一個症狀是領導精英
失去了方向感。看起來，他們缺乏的是一種使命，或一個焦點，今天政府不再試
圖鼓勵選民，而似乎更樂於勸告民眾降低期望值。」（Furedi，2005:13）有些左派
學者對此現象解釋為自由主義的勝利，認為自由主義取代了過去所有理想的意識
形態，但富里迪對此說法並不贊同，他認為若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新自由主義沒
有成為新的歷史階段中讓人熱烈擁抱的一種意識形態，而福山（Francis Fukuyam）
 2 
在他的歷史終結論中指出，今天我們看見人們更多對財團的不滿、對品牌不滿、
對不當商業行為不滿，說明社會上有很多不滿情緒，沒有被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統合而在大眾之中成為霸權。 
 
後政治與新工黨的右傾 
在一九九七年的英國大選中，新工黨的領袖貝理雅（Tony Blair）當選首相，並
大力提倡由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一種在社會民主與新自由主義之間
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紀登斯認為在後政治（post-political）時代中，由於我
們正面對著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因此只能接受不再有偉大政治視野的現實，
他提出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並指在生活政治中，人們並不是非政
治或政治冷漠，只是參與的方式已經轉變了，他們所關心的是在生活層面上的政
治，並認為民主應該以對話方式（dialogic）來進行，而不應只局限於政治領域之
中，它必須在個人生活的不同領域中發展，並以情感式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為它的目標。而貝理雅在他的著作（Fabian Pamphlet）中作出解釋指：
「第三條道路是一個可超越（above）並克服左派與右派之間敵對的出路，他告
訴我們第三條道路不是傳統中位於左派與右派光譜中間的自由派，它是一種『激
進中間』路線，藉將接合左與右雙方的主張及價值，形成一個超越傳統左右區分
的新綜合道線。」（Mouffe，2000:108）但後馬克思主義者慕孚（Chantal Mouffe）
並不同意他們的主張，她對紀登斯的後政治觀以及第三條道路提出批評說：「將
政治簡化為不同論點之間的交換談判和妥協，並視之為激進，此種政治觀點實在
是非常天真。新工黨提倡的激進中間路線並非趨向於更加民主，而是對於激進政
治基本信念的拒絕。」（Mouffe，2000:111）她又指出，新工黨的第三條道路並不
是中間路線，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追求平等，並完全避開重新分配的說法，更沒
有關注長久以來新自由主義做成的不平等結構問題，這表示他們放棄了左派所認
同的平等，他們所能做到的就只是以全球化之名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調整，並且
如右派一般以自由之名，讓種種的不平等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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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孚認為在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不可能追求激進政治在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被
消除，而且如果要作出改變，就必須先轉化現存新自由主義的霸權結構
（hegemonic configuration），而紀登斯在他的分析裏沒有正視在實踐計劃時，必須
面對的那些既有的權力及權威結構的挑戰。而且左右不分的第三條道路會令民主
對衡在政治上消失，左派與右派以及不同的政治陣營都會因為沒有明顯分野而被
混淆，人們便沒法將他們區分，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對某一政黨產生不滿，而又找
不到其他可代表自己的政黨，便會降低政治的參與度，政治的動能亦會因此而受
阻，人們對於現況的不滿，在沒有可代表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的情況下，更多的在
宗教、族群認同等問題上顯現。因此她認為，第三條道路主張可超越左與右之間
的區分，以及激進政治可以在不需要對手的情況之下存在，是一種錯誤，而第三
條道路只是一種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向新自由主義霸權投降，而又顯得正當化的工
具。 
 
《正義論》與西方自由主義的爭議 
在有關自由主義的爭論中，其中一個主要的爭議點是自由主義內含根深蒂固的個
人主義，它侵蝕了公共生活，及毀滅了社群價值，因為自由主義在提倡對個人利
益追求的同時，亦鼓勵人們拒絕個人義務，造成了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自由主
義亦因此而受到了質疑。為了修補在自由主義中，個人趨向於功利使社會結構不
平等的缺口，康德式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其理論的核心是「正義即公平」，他認為在自由主義中權利
不能依賴於任何功利的想法，並要提供一種合乎理性（rational）以及共同直覺
（common sense）的選擇，他提出了「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的構想，即
假設人回到出身前的一刻，當自己的位置、天賦、目的，以及所有會影響其公正
無私（impartiality）的因素都被掩蓋時，他們總會作出同樣合理而理性的選擇，
而結果將會導致兩大正義原則的形成：「第一，每個人都有著平等的權利，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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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有同樣的自由。第二，在經濟與社會層面上的不平等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接
受，（甲）使最不利者能有最大利益（差異原則），或（乙）在所有人都擁有公平
機會的情況之下，因個人不同的選擇與取向（例如：節省與揮霍、勤奮與懶惰）
而產生的不平等。在當中第一原則較第二原則優先；（乙）條款較（甲）條款優
先。因此在這些法則下不能以改善大多數受損者為論證去支持任何對個人自由或
機會平等的限制。」（Mouffe，1993:25-28）羅爾斯認為他的《正義論》是一個能
夠使自由而平等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建立出社會合作關係的圓滿方案，並解決在
自由主義中，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導致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問題。 
 
不過他的理論很快便受到諾齊克（Robert Nozick）以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所質疑，
諾齊克說：「認為羅爾斯的主張會使國家受限於法律與秩序之中，並指如果社會
正義只是分配上的正義，那麼社會正義根本就不存在，他認為正義的社會就是其
成員擁有他們有權擁有的東西──無論這意謂著哪一種財富分配形式。」；泰勒
（Charles Taylor）認為：「在自由主義中肯定了『原子式』個人自足性格，並且
否定了人對政治的需要，而令公共生活瓦解，在失去了相互論述平台的情況下，
不可能發展出共同善的『道德主體』，此因『權利先於善』根本不可能出現。」；
麥肯泰（Alasdair Maclntyre）認為：「譴責羅爾斯與諾齊克，認為他們提出的正義
觀並沒有包含德行，而德行只會在社會脈絡中出現，在人們對『社群的善』有了
共同理解後，個人才有可能界定他們的基本利益，而自由主義正正是在拒絕『共
善』的想法。」；沈岱爾（Michael Sandel）提出了一個更精確的分析，他指出「權
利先於善」內含主體觀，認為羅爾斯將正義定義為社會德行，同時又對於善不預
設特殊想法，目的是讓來自不同個人之間，眾多關於善的想像都能容納在其中，
但是在權利能先於善之前，主體必須存在各自的意向、目的，以致成為有其身份
認同的主體，才有可能界定出「我是誰？」、「他是誰？」，但問題是界定主體的
其實是選擇能力，而不是人們所作出的選擇。因此沒有身份認同的主體不可能確
定「權利先於善」，而一旦擁有了身份認同就不可能回到「原初位置」（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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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的構想，如此就說明了「權利先於善」的矛盾以及不一致性，結果羅爾
斯的《正義論》胎死腹中，因為我們不可能在認為「正義是首要的」的同時又認
為「差異原則是一個正義原則。」 
 
慕孚的批評及她主張的爭議式多元民主（agonistic pluralism） 
慕孚認為在「權利先於善」問題的論戰中，揭示了自由主義者想法的局限，因為
他們希望將自由主義等同於「中立性國家」，並不斷降低國家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因此羅爾斯的「權利先於善」在必須尊重個人自由的情況下不可能預
設特殊想法，雖然他在後期有關正義論的解釋中愈來愈承載價值、並且說明原初
位置不是中立的觀點，但慕孚認為他的正義理論，旨在建立一些基於同意的中性
規則，以利益的追求來取代政治，或約化成為利益政治的觀點令人難以接受。而
後來在羅爾斯或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多種不
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試圖透過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建立一種具有正當（right）的共識和共善，亦同樣是欠缺了政治性
（the political）面向。她認為：「新自由主義不被挑戰的霸權，正正代表著它對民
主體制的威脅。」（Mouffe，2000 : 6）因此她借用了德國納粹主義者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理論來對自由主義作出了批評，但這有別於一般左翼的批評，而
是以右翼的角度對自由主義作出徹底的攻擊。 
 
施米特在他的法西斯政治理論中指出：「自由主義理念是虛偽的，它宣傳的普世
價值從來都是統治階級掩蓋政治、蠱惑人心的手段，所謂中立，不過是在掩飾實
際存在的不平等壓迫而已。」（郭建，2006 : 20）他批評自由民主體制使用一人一
票這種形式上平等，其實是將不同領域下的不平等掩蓋，因為每個民族都各自爭
取自己的文化歸屬及歷史回憶，這些歸屬感及回憶不能與其他族裔分享，所以不
同的族裔之間根本不可能平等，因此他反對民意的觀念及全民投票的方式，認為
民意的表達結果不能符合整體的總利益，並會削弱政治的公共性及使人們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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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共同想像。而自由主義在不支持任何政治計劃的情況下，會做成非政治
化的社會，同時會令包括自由主義本身的所有政治計劃失去了合法性
（legitimacy）。對於法治，施米特認為憲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因此如果讓所有
人高舉表達自由、和平爭取個人的目標，將會帶來無政府狀態。他認為在自由主
義之下，法律不應用來維護秘密投票的制度，更不應讓已被自由主義原子化而變
得自私自利的個人，籍此找尋維護自身利益的代議士，因為在自由主義中，議會
只會容許部分人的利益主導全部人的利益，而且在這種利益關係下會令公民變成
私人，並掩蓋了民主要求內部同質性（homogeneity）的現實。施米特認為：「任
何一個實際存在的民主制度都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原則上：只有地位相同的人之間
才有平等，地位不同的人之間沒平等可言。所以，民主的第一個要求是同質性；
第二個要求是當形勢需要的時候，排斥或滅絕異質性。」（徐賁，2006 : 23）而自
由主義既掩飾了在政治中必然存在的對敵關係（antagonism），亦無視自由與民主
之間本身所內含的那些不可調解的矛盾。 
 
施米特認為民主的內核是人民普遍的意志，它不是一個普世觀念，只能屬於具有
同質性（homogeneity）的人民，即民族內部才可能擁有民主（任何平等都包括著
不平等，因為會排斥異質性（heterogenen）」），而且只有在人民整體決定自身相關
的事情時，人民與統治力量完全混在一起，民主才能真正徹底體現，即沒有統治
和被統治之分，因為統治者只是執行了人民的主權、與人民連成一線。他認為「如
果一個國家淪為多黨國家，統一體便必須存在於所有政黨都同意的憲法之上，國
家理論因此成為了憲法理論，在這情況下憲法極有可能受限而成為競賽規則，及
約化成為必須予以遵守的條約（pacta sunt servanda）。」（Mouffe，2000 : 53）因此，
對施米特來說，最理想的國家政治模式是需要一位地位在憲法之上的「國家主義
者」（英雄式領袖），而所有具有同質性的人民，在對於國家的效忠之下體現真正
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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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孚認為施米特提出的「對敵關係」，在政治上有其必要性，因為「民主政治的
社群認同在於『我們』與『他們』之間劃出彊界的可能性，施米特突顯了民主永
遠都需要收編／排除（inclusion-exclusion）的關係。」（Mouffe，2000 : 43）而自
由主義者的問題就正正在於沒法把這彊界概念化，他們沒有察覺自由主義與民主
主義之間的矛盾性，而施米特讓我們看到，在不需要政治對手的自由主義邏輯的
霸權之下，以一種非常系統化的方式逃避了政治，並對民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雖然如此，但慕孚並不接受施米特對自由主義民主所下的悲觀判斷，她認為即使
自由與民主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但它們的接合仍然可產生積極正面的效
果。慕孚說：「我們需要發展一種將對敵關係置於核心，並且存有政治本質的民
主模式，我建議將它稱為──爭議式多元民主（agonistic pluralism）。」（Mouffe，
2000 : 99-101）她認為任何政治秩序都是在霸權中形成，而社會上的所有客觀性
都是權力行為（acts of power）的表達，因此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中，不應如審議
式民主者的說法一般要消除權力，反之我們要建構的爭議式多元民主（或稱作激
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是一種能與民主價值兼容，並更具政治權力的模式。
而在爭議式多元民主中『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敵對關係，不會將『他們』定
義為應該被消滅的敵人，而視之為與我們立場不同，但仍然正當地擁有捍衛自身
觀念權利的反對者，而且我們應該進一步將這種敵對轉換成爭議，並將它視為民
主政治的目的。 
 
慕孚認為：「左派的任務不能夠與自由及民主的意識形態斷絕關係，相反要在激
進及多元的民主方向上來深化和擴充它。」（Mouffe & Laclau，1985 : 176）這有
別於在自由主義民主中，將政治的激情從公眾領域中消除的做法，我們需要將敵
我之間的爭議及激情，轉化成為建設民主的力量，並進一步提升政治的動能，這
樣便可以制衡在自由主義文化霸權下對民主的威脅。因此，眼前的任務是從新賦
予左派與右派之間敵對的內涵，並讓政治激情重新在政治世界中燃燒，當民主的
爭議擴建到社會及整個國家，那時候左派的文化霸權戰略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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